“革命必剖清人种”
——试论清末排满论者对满汉同属黄种的学理回应*
[作者简介]张晓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610068
[内容提要]清末民族革命论者的排满宣传，或追述明末惨状，或强调夷夏之辨传统，而此时西方关于种、族的分类知识与方法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人接受，发生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关于黄种团结应对白种威胁之论。一些排满论者对于满、汉同属黄种，理当团结之论，避而不谈，而另一些以“历史民族”的概念，或通过对于黄色人种加以更细致的区分，在学理上作出了回应。
                             一、

清末十年，排满终成一大风潮，因为当日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互为表里的关系，后人记述这段历史往往将之与推翻帝制等诉求结合在一起，视之为反抗异族欺压、皇朝统治的一大思想推力。不过，近来有的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反满宣传本身所呈现出的多歧性和随意性，比如杨国强曾经撰文指出那一时期现实中满人贫弱、衰微的整体境遇与排满思潮中民族压迫论说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
冷眼细观这段历史，排满宣扬者的背景和用意也各不相同，有些是以种族革命催动政治革命，意在推翻皇帝，建立共和，有些比较单纯地站在汉人的立场上，反对民族间的不平等，有些则带有会党性质，目的仅在于反清复明。然而目的各不相同的言说者，一旦以排满面目出现，则不得不共同捍卫这一观点，尤其在与反对者的论战之中，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到诸般满、汉不两立的证据，用以压倒对手。既然排满言说更多地是一场论说间的交锋和思想上的鼓动，那么考析辩论正反双方所使用的论据和思想资源就成为梳理这一段历史的重中之重。
王汎森曾在其关于章太炎思想的专著中辟出一章，讨论章氏的民族思想，他认为当日反排满论者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大致有二：一是文化上满、汉实已混同，二是历史上满、汉同源。章氏对于这两种理论的回击也被王著总结为“两条路线”，分别是进化论影响下的“文”、“野”观以及通过“历史民族”来剖清族源。
王汎森所指出的反排满论者两种论说，或能大体归结为古为同种、今已同文，
其立论之根基主要着眼于满、汉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而且判定种族分合的依据，无论是教化、礼乐的同一，还是北方种族出自三皇五帝苗裔的佐证，基本并不溢出传统中国对于种族辨别的认识。

然而，阅读时人著述，可以发现王氏之论并不全面，排满与反排满论者之间的争论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种别观念，其所关于种族知识的相关储备也不再限于传统典籍所载。章太炎曾将清末革命视作“学界中人”的“秀才造反”，其本意在于警戒革命者不要因为地位上可攀附封疆大吏而依赖督抚权力，但实际上也道出了清末革命派身上浓厚的文人学士色彩。
章氏尝言及本身种族意识的生发：少时见《东华录》所载文字狱案而心生对于异族的愤恨，继而读郑思肖、王夫之书，逐渐发展出保卫汉种之民族思想，但直至甲午，看了东西各国的书籍之后方才明其学理。
从其夫子自道观之，无论《东华录》、郑、王书，还是东西书籍，大致不难体会出排满意识中现实感的缺位，而以上种族意识的来源，无疑非识字的“秀才”不能有所接触，更重要的是章太炎认为郑、王等人之书虽然倡言兴复汉族天下，却并不具备“学理”，只有甲午后阅读的东西各国新书籍才提供了其种族意识的“学理”。显然，章氏两次演讲中所提及的“学理”和“学界”自有其共通之处，所谓“学”者，完全可以落实为直接或借由日本传入的西方新知识、新学问。

如果再将视野扩大，涉及排满种族论者的对手方，这一“学”的范畴仍然适用，反排满论者、维新派诸人也正是章氏口中的“秀才”和“学界中人”，而他们在论辩中所利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也往往是西来的“学理”。正因为清末排满论者及其反对者皆为掌握新“学理”知识的“学界中人”，故而考察两派之间的争辩，或许不能仅仅注目于双方在诸如种族苗裔和夷夏进退等一些传统问题的纠缠上，还应该注意到西学新知对于排满论争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关于种族的概念已经上升到了全球人种区分的范畴。
正如章太炎所论，甲午之后，西学大量引入中文世界，关于人种和种族的新知识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其中西来的人种分类说
以及相关的“黄种”、“白种”等概念尤为人关注。清末，由于西方人种知识的传入而形成的关于世界认识的重要话题就是建立在人种分类说基础上的，亚洲人民多属于黄种一说在当日已经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中日马关议和的第一次会谈中，中方代表李鸿章大谈时局，以黄白人种之不同对日方晓以利害：“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借以与泰西抗衡，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对于日军，李鸿章也不吝称赞其表现足以证明欧洲模式的陆海军战略战术，“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
此话出自战败者一方未免有些长他人气焰，
但如果日方记录不误的话，起码能够说明马关谈判时的李鸿章已经自如地运用黄种、白种等词汇，用以显示同为黄种的中日两国理当和睦停战。

马关约成，继之而出现的是各种瓜分中国之论、列强强租土地之行，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忧患意识与日俱增，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宣扬和重视。西方有关人种分类的知识，也为当日读书人所关注并广泛讨论，在新知习得以及民族危机感的双重作用中，人们开始使用人种知识作为工具，来分析列国强弱及中国前景。梁启超认识到“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
面对此咄咄逼人之势，“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任其强梁，形势日蹙，人口日稀，进而将不能自存其种族。
他翻阅地图，指出世界上的六块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即便是所剩下的亚细亚一洲，“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
不仅如此，白人的积极东向也对中国、黄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少国人刚刚放开视野，注目全球，就发现彼时之世界大局乃正是“环瀛莽莽，白人执利刃而麾之，籍以矱黑、芟红、锄棕，骎骎乎及我黄族”。

此外，西方关于种、族分类的知识也增加了国内种族划分的新内容，满、汉之间的区别被科学化的民族识别加以确定，而其基础正是西来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比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详细描写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并将中国人大致区分为“五族”，除了汉人之外，其他四种分别是苗人、满族、蒙古族和藏族。
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引用了一种题为《世界地理》的著作，将中国人划分为七种：蒙古族；“住于满州、库伦”的通古斯族；“住于库伦中部天山塔里木河流域喀什喀尔扬子江之上流”的土耳其族；西藏族；汉族；“住于高地之民族”；“住于喀什喀尔库伦塔里木河盆地下部及青海者”。此外，他还提到过同样来自“西人”判定的另一种分类法：

西人分中国人为五种，汉人之外，曰通古斯，曰蒙古，曰土默特，曰南蛮。通古斯者，昔之鲜卑、乌桓，唐宋之契丹，及今东三省之人是也。余案通古盖即东胡之转音，斯特之类皆谓人也。土默特即古之西羌，今之藏卫及青海地。南蛮即苗傜之属，西人以为真中国之土人也。此等分别，近时所译各书颇视为定论，且录入涉猎书以教童蒙。其实即沿中国古书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之说，稍加附会耳。于中国人种之学，实无所发明也。

文廷式以音转来解说“通古斯”，并认为这样的区分不过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中原汉人加上四裔而已。尽管对此不甚以为然，但是他也承认此法已经被视为不易之论，且成为孩童也要学习的一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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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排满与反排满的论战愈演愈烈，而参与者又大多具有浓厚的“学”的色彩，所以都希望通过学问驳倒对方，建立起自己主张在学理上的合法性。这一时期，经过西来人种分类新知的传播，要断然否认人类中有黄色一大人种者已无可能，故而除了满、汉文化认同和族源接近之外，满、汉同属黄种也成为反排满论者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于是双方的辩论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较为传统的，以满、汉关系为主要着眼点，从历史文化上来论证排满究竟是否合理。其次，在接受西方人种分类说的基础上，从世界格局和世界人种划分出发，在黄色人种的范畴内进行讨论。

第一个层面正是之前研究者们比较关注的方面，如前引王汎森所论。可以发现，这一时段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原民族与各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攻守征伐史的追述，
其中尤以矛头直指满人的明清易代为重点。晚明亡国亡天下悲惨记忆的重行开掘，对于晚清的排满来说是极为有力的一种手段。一时之间，各种以排满为目的的报章杂志上，满目“胡虏”、“夷狄”乃至于“披毛戴角之族”。史可法、郑成功等明末抗清的英雄人物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大力讴歌。除此之外，对于素来讲究寻根溯源的中国士人来说，从历史上找到满、汉族源之间异同的亦为辩论双方所重视。康有为根据《史记》申发出北方各族皆吾同种的说法，他认为满族“未始非出汉族”。
其弟子梁启超，当时基本还是主张在现有的制度和框架之下进行君主立宪改革，他不仅继承了乃师满、汉血统不可谓无渊源之论，
并且专门论证满洲为明代之建州卫，乃中国臣民，明清鼎革“不可谓一国家踣一国家”，更应比作周之代殷，朱姓天下换成爱新觉罗，不过是建州卫人夺了安徽人的皇位，故而当定性为传统的皇朝更替。
对此，排满阵营则极力证明“本朝非中国血脉”，
与之争锋相对。汪精卫和刘师培纷纷起而与之辩难，表示满人完全是与明无关的外来种族。
值得注意的是，排满论阵营除了在传统典籍和明清之际的记载中寻找辩论证据之外，实际上也借助了西人对于中国种族由来所发表的看法，比如刘师培等人当时就笃信法人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种西来之说。
以当日学者宣传人种西来说的情况看，其自然有类似“黄种白种，中西本出一源”的考虑，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汉人起自昆仑乃至更西，在种族发源上与“东夷”满洲毫无瓜葛的言下之意。

第二个层面的交锋中涉及到了全球人种竞争的问题，在亚人多黄种而且面临着滚滚“白祸”的国际大背景之下，满、汉之分，以及排满革命论者所提倡的满汉之间将殊死相斗是否明智与合适，成为了时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康有为曾认为一旦革命军起，“中国黄种自斗，异种之人正可坐视之而取渔人之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发表公开信，对革命表示担忧，所据正是“欧人论人种，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
就连一般被认作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对“黄种方绌于白种”情况下的满汉争斗表示了忧虑。
杨度东渡日本之后，与日人嘉纳治五郎面对面的谈话可以视作满汉不平与黄白种争这一对话题殊难平衡的直接体现。
在谈话中，明显可以体会到双方对于亚洲和黄种存亡以及白人逼促的深深忧虑，杨度将甲午之后，中日由仇转亲的关键解析为“白人之势力弥漫全球，我黄人不能不相提携、相结合，以与争竞而求自立之道”。在最后一日的面谈中，嘉纳氏提出中国教育问题，有种族和学术两大问题，他认为以当日情况而论，继续维持满人为君主的做法最为稳妥，并引用英人之论来肯定满汉主仆的局面。显然杨度也对种族问题更感兴趣，但他认为黄种内部各民族不能够平等相待，中国汉人（此处两人用“支那人”来表示）仍在满人统治下，奴役性不改的话，对抗白人也无从谈起。嘉纳治五郎最后只能以含混表示当去满人压制、汉人服从两种劣根性来结束关于此一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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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反排满革命论者认为满、汉既然同属黄种，理当团结一致，对付白色人种的威胁，对于这一论调，排满论者不得不采取应对之策。大体而言，排满论者的对策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回避黄人共同体这一话题，单单讨论满、汉之争，第二种是尽力证明黄种之分不适用于满、汉问题，第三种则是强调黄种之内更为细致的区分。第一种就国内论国内，并不牵涉有关黄、白种争和黄种认同的问题，大约仍在前述第一层面中讨论问题，兹不赘述。以下将详细分析第二、三种对策。
章太炎的某些论断是第二种的代表，曾有人认为其笔下的“种”很难界定，从民族主义谈起，却又回到文化主义。
章氏的种族之论的变动不居，自然要从其学术变化、政治态度以及论说对象的不同加以分析，然而作为学者，他的排满言论中又最多见学理上的分析。
章氏早年，尤其在戊戌之前，尚存“以革政挽革命”之想，
其政治态度更倾向于维新改革，此时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皆以亚洲和黄种的联合为旨。
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专门提及满、汉异同的问题，章太炎此时显然视西方殖民者为主要威胁，进而主张亚洲和黄种的团结，以对抗白种势力的入侵，如此黄、白人种竞争的思路，实与前述康有为所论并无二致。世纪之交前后，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力主革命，在种族问题上倡言排满。既然宣传排满，又需以理论之，章太炎对于数年前方撰文宣扬的黄种认同则不能完全撇开不谈。在《訄书》的重订本中，有上下两篇《序种姓》来专门讨论种族问题，其开篇即以人种分类说展开讨论：“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不过此时的章太炎显然已经将其作为商榷对象，他认为这一分类对于考镜种族的源流来说并不贴切。章太炎承认环境、风教和语言都是种族异同变化的影响因素，所以造成了“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的状况，故而要讨论种族问题，并非依据族源本始，而是历史流变。中国重视家族，研判民族自然需要从种、姓入手。《序种姓》一文用了大量的篇幅考察描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族、姓的传承和繁衍，并将由此结合产生的民族称为“历史民族”。
在一封专门针对康有为的公开信中，章太炎更为明确地表达出种族的区分要根据历史而非天然作出，他说否则的话，“六洲之氓，五色之种”，又岂不是出于一本的呢。
以“历史民族”为依据，章太炎强调“夷汉部族”不能互相混淆，满洲一族与汉族既无历史上的血统渊源，又不与汉族通婚，无甥舅关系，理当加以攘斥，如果攘斥不尽，流放无所，也只能像日本北海道虾夷人一样，不以同族待之。
第三种对策在清末的排满论中较为多见，而其具体分类也各不相同。晚清涉及人种的相关中文著作中，于黄色人种或中国人之内再作细分的内容，较早出现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此书辟有《人种》一节，经考察，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而成，
其罗列出“中国史范围”之中“最著名有关系”的苗、汉、图伯特、蒙古、匈奴、通古斯六族。
他表示种族之界难定，而标准各不相同，归属自然也有所不同，“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随后，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该文多参考日人相关论著，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部分，梁启超除了援引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和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之外，还加入了有关“历史人种”和“非历史人种”的辨别。
他认为只有黄色和白色人种才能被称为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种”，文中开列了一张作为“历史人种”的黄、白种详细分种表，将之作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划分。梁启超将黄种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甲）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乙）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丙）土耳其人、匈加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
另外梁启超还有专论亚洲地理的《亚洲地理大势论》，此文多袭用日人志贺重昂《地理学》的内容，罗列了亚洲大陆上居住的不同人种，分之为四部。除了印度为高加索人杂居和伊朗为黄人与高加索人杂居之外，他还在黄种内部作了区分，其中劣等黄色人种居于“西伯利亚部”，而高等黄色人种居于“支那部”。梁启超接着说道，人种的如此分布，“与其地势之区别悉相比附”，认为正是地理环境造就了亚洲不同种族分居之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同系列的《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也将欧洲人种分为拉丁、条顿、斯拉夫三部分加以论述，并分别讨论了三大民族的心性习俗。
尽管没有在族名中直接冠以优等、劣等之名，但从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读者不难体会其好恶。其实在其美洲之行时，梁启超对于不同欧洲民族的评价就已经表露无疑。在他眼中新大陆移民社会的特性，不仅使之成为新政治文化的试验场，也是各民族高下的试金石。条顿人种被描述为“宏毅慎重”，相形之下，拉丁人种显得轻浮骄傲，美国南方人民被其分为三等，分别是：上等和下等的白人以及黑人，而下等白人主要由“西班牙及法兰西遗民”也就是拉丁人组成。他还颇为杞人忧天地担心美国百年之后“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

梁启超虽然在黄种划分细目，又有优等、劣等黄人之说，但本意未必专门针对国内的满汉之争。就在地理大势论系列连载的第二年，两部号召排满革命的小册子相继问世，分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两书的一大共同点就是用语较为浅白，故而让人感觉通俗易懂，更易打动普通民众。
陈天华在《猛回头》正文之前先安置了《地理略述》和《人种略述》两部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古今局势和中华窘困现状。为了方便理解，他将人种和地理大洲作了简单的对应，并提到了各人种的地位形势：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亚细亚的人，大半是黄色种；欧罗巴的人是白色种；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种；南洋群岛的人是棕色种；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红色种。五种人中，只有白色种最强，黄色种次之；其余的三种都为白色种所压制，不久就要灭种。

在此之后，陈天华随即表示这种分类主要是依据面色，在黄种之中还需加以细分，他引用人种西来说，称十八省的汉人是黄帝带领下从西北方迁居者。此外的中国居民则都是从前“汉种的对头”，不讲礼义的野蛮人，根据聚集地的不同分别是：“满洲是通古斯种”，“蒙古为蒙古种”，“新疆为回回种”，“西藏为吐番种”和深山中留下的苗、瑶。

《猛回头》对于黄种内部的描述基本还是着眼于中国范围之内，相比之下，《革命军》在这方面显得更为全面一些。邹容在书中专辟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来强调种族分类、判别敌我的重要性，和当日时论无二，也提到了“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之中的黄、白种争。在这样的舞台上，“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才是“世界人种之公理”。在他看来自己属于黄种之中的中国汉种，所以有必要结合历史，给同胞们分析周边各民族何者当结交，何者当排斥。邹容将亚洲黄色人种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中国人种、一为西伯利亚人种。“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还分为三小族：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提到汉族自然激起邹容的无限自豪，在他笔下汉族不仅实乃“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甚至以为朝鲜、日本也是汉族的余裔。在此分类中，满蒙等当然与汉族殊种，属于分布在“东方亚细亚北部，蕃殖北方亚细亚一带”的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等。
 《革命军》中关于黄种之中各种族的区分尽管显得有些前后不一，而且主要将黄色人种分为两大部分，但是可以发现，其具体分类法及术语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列基本相同。邹容以排满为宗旨，而梁启超确是为了说明黄种全体亦为“历史人种”，两人目的大相径庭，但对于黄种内部的划分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实为同途而殊归。邹容在《革命军》中讨论人种、民族的区别，其实描绘出了种族认同及竞争的多层次性，他承认黄种和白种之间存在人种的竞争，但并不由此放弃排满的主张，因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汉人和满人的区别同样巨大，更何况在其看来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就是“愚顽”的少数人统治了“聪明”的多数人，“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被“蛮夷戎狄”之满人所奴役。邹容还举了爱尔兰人因“人种稍异故”，而与英人争自治之事，鼓舞同胞一雪异族为君的“莫大之奇辱”。

另一种类似的分类表述来自于陶成章，他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表示读中国历史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和人种情况，其目的显然也是让人们不忘汉族与他民族交往中的恩恩怨怨，“知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交际，何种人种于何时与中国有争战，何种人种为中国累世之大仇敌，何种人种与中国有夙怨”。在叙例中，陶成章就罗列了世界人类大别为五种：黄、白、黑、红、棕，他依照通说将白种分为斯拉夫系统、条顿系统、拉丁系统，接着详细剖分了黄色人种。因为笃信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缘故，陶成章认为汉族等皆出自昆仑山，他将这一支脉称作“昆仑山系统”，其中包括：中国民族（即汉族）、西藏族、安南族、朝鲜族、日本族、苗族、缅甸暹罗族，而黄种中的另一大类也被命名为西伯利亚系派，含有：满洲族、蒙古族、鲜卑族、突厥族、匈牙利族。
陶成章的分类基本与邹容相似，也将日本和朝鲜纳入中国汉族这一系统，而从《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预拟的目录来看，最后一部分被称作希望之部。其中描绘了中国民族在经历了鼎力和统一时期之后将会迎来“威力复振”的时代，届时日本保泰、欧美退让，黄、白两种均势对峙，这既是作者的预测恐怕也是其美好的愿景。

陶书这一部分，虽统冠以历史之名，用义却在对未来的展望，其中既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族将来的信心并存，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日读书人论述中，人种知识深深的渗透和相关话语的充分运用。在动荡积弱的清末十年，国人追述历史，多脱离不了对当下的激励和对未来的期许。同一时期西方传入之人分五种说，以及包括满、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属于黄种的说法也已渐入人心，对于国内的种族问题，排满革命论者必须从学理上做出回应，故而常在黄色人种的大范畴内再判出不同种群。放眼全球，世界局势又往往被解读为白色人种肆意横行，当者披靡，亡国灭种的惨剧不断上演，所以黄种作为整体，其兴衰存亡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细读辛亥前排满革命倡导者之民族、人种论述，便可发现其亲疏远近，别有层次，统而言之，类似于内汉族而外以满人为首的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内黄种而外以白种为首的其他人种，其中前者更被视为国、种复兴所应注重的关键所在。当然，今日观之，其论恐不能免于偏激之指责，但回到历史场景中，或许不难体会，这种多层次的内外之别，恰正是国内政治形势、国际环境和当日之人种知识、思想所共同激荡出的产物。
* 本文系笔者参加章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向”（09&zd070）的先期成果。刊于《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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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早年即以小学来支持“逐满之议”。孙宝瑄称章太炎用《说文解字》论“夷狄为非人类”，证据在于“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孙氏则自称“素无种族之见”，“据小学与之争”，引《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以及“夷俗仁”的表述来反对排满，他说：“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393页。


�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13页。


�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序种姓上十七》，载本社编：《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册，第170-190页。


�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73页。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也反驳了康有为关于满人可以和匈奴一样上溯到大禹后代的说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也并非一直秉持人类一元的观点，他曾经在引述人由猿猴进化时称“猿之种类亦多矣”，这或许说明当时其很可能认为人是由不同的猿种进化而来。见《訄书（初刻本）·原人十一》，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册，第24页。王汎森在讨论章太炎的“历史民族”概念时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以文明和文化作为判定种族的依据。见王氏前引书，第71-72页。固然，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章氏此论有明确针对“天然”民族，即人种分类说的意味。


�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61页。


�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6页。梁启超此处与桑原著作的主要区别除了种族排序名称细节有别之外，大致有三：其一，《中等东洋史》将亚细亚种人又判分为两大种：中国人种（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和西伯利亚人种（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古族），梁启超当时并没有引用此说，此举是否为了避免形成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对立的印象，如今已不得而知；其二，《中等东洋史》基本以东亚为研究对象，讨论范围涉及整个亚细亚种人或所谓黄色人种，而《中国史叙论》着眼中国，故排除了桑原所列七大种族中的日本族（桑原将朝鲜之韩族也包括在内）；其三，对于苗人为中国原著民及汉族西来等说，当日之梁启超较桑原更加深信不疑，因此赋予了苗族更加重要之地位，并在叙述上获得先于汉族的排序。参见桑原骘藏编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明治31年（1898年）版，上卷，第13-17页。


�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页。当然梁启超对于国内种族之别的看法基本是国家主义的，他认为需要将满、汉、蒙、回、苗、藏等族融合在一起，故而“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 关于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取材于高山林次郎和浮田和民的著作，可以参看李孝迁前引书，第173-182页，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载浮田和民著、李浩生等译、邬国义整理：《〈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关于历史与人种关系部分在第22-27页。


�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2-14页。


� 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6页。梁启超自述此文主要以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中相关部分（《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为蓝本，稍加修饰而成。志贺氏原著译本可见据日本农学士志贺重昂著地理学编述：《亚细亚地理研究之方针》，载《湖北学报》第一集第二册，《晚清珍稀期刊汇刊》，第二十五册，第280、281页。两者在人种论述上基本一致，梁启超只是在一些名词后加上了英文原文而已。


� 梁启超：《欧洲地理大势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2-106页。


�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6、453、519页。


� 邹容曾经自认为《革命军》“语过浅露”，要求章太炎帮助修饰，章答以“感恒民当如是”，见章太炎《邹容传》，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16页。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更是基本使用白话。


� 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 邹容还将“今日人种之能成立者”，列为一表：


      黄种 ——中国人种 ——汉族 ——中国人


          |                     |——朝鲜人


          |                     |——暹罗人


          |                     |——日本人


          |                     |——西藏人


          |                      ——其他亚细亚东部人


           ——西伯利亚人种 ——蒙古族 ——蒙古人


                           |          |——满族人（今日之所谓政府、皇帝者）


                           |          |——西伯利亚人（古鞑靼人）


                           |           ——其他亚细亚北、中部人


                            ——土耳其族 ——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


                                         ——其他在欧洲之黄人。


邹容的分种讨论实际上还是显得比较粗糙和仓促，比如他称西伯利亚人种分为四族，但只列出了三族，而且其文字表述和所列种族表并不一致。见邹容：《革命军》，载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2-64页。


� 邹容：《革命军》，载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44、66页。


�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载《陶成章集》，第213-220页。陶成章原计划从上古写到其生活的时代，但是实际上该书内容到夏禹时代为止，其中相当部分都在引述和论证中国人种西来说。


�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载《陶成章集》，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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